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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提出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观问题，具体所指一是内涵多元，进一步明确和强
调共同语包括口语与书面语，另外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都具有多元的特点；二
是分布多元，认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不仅存在于两岸四地这４个言语子社区，也存在于其他海外华人社
区，各地之间互有异同；三是来源多元，指出共同语口语与书面语有不同的来源，二者在时间上也不同
步。在多元观下，文章强调应该对民族共同语进行“纵横交错”的研究，即历时、共时以及二者相结合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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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普通话定义正式修订公布及普通话推广工作６０周年。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普通话以及现代
汉民族共同语的话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并从多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但是，总体而言，我们的学术界
在较长的时间内对民族共同语问题重视不够，讨论得也并不充分，所以在不少方面还有进一步探究的较
大空间。另外，到目前为止，人们基本上是在“总体”或“整体”层面来认识和讨论民族共同语的，主要涉
及它的来源，与方言的关系，以及普通话的推广等，似乎没能很好地深入到它的内部，就更多具体问题展
开，因此也就难以做到深入和细致了。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从更多方面、更多角度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

研究，既可以从总体着眼，更应该由局部入手，而本文试图从二者结合的角度，来谈一个“观念”问题。
笔者认为，建立一个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观，对理解和研究它是至关重要的，以下就此展开

讨论。
我们所说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观，大致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具体的观念。
一、民族共同语的内涵多元观
所谓内涵多元，主要是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语体及文体的分布多元，而内涵多元观就是明确和强化

这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族共同语进行多维、复合的理解和研究。
内涵多元首先表现在民族共同语总体上的二元分布，也就是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而以前人

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和表述往往并不是特别清楚。
人们在讨论民族共同语的时候，通常把官话、国语和普通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以下一段权威

性的文字：“向来官场上办事交际，都使用北方话，因而有‘官话’的名称。实际上它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
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
语。”①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新表述是“普通话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混合”②。
那么，所谓“官话”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中一外两位学者的表述：

“官话”又称“京腔”，由此产生了英语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一词，指清朝官员，也指中国官话或京腔。③
几乎所有外国人听人说起汉语口语时，可能都会留意到其中的一种，即所谓“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Ｄｉ－

ａｌｅｃｔ”。这就是“官话（ｋｕａｎ　ｈｕａ）”；严格说来，应译作“官府口头语言（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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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①

也就是说，所谓官话，是与方言土语相对的，指的是口语。其实，不仅官话是指口语的，就是国语也
是立足于口语而非书面语。何九盈说，《汉语词典》（原名《国语词典》）在解释“国语”一词时，给出的第一
个义项就是“准国音而成之语，别于方言。”②市川勘、小松岚则认为，“台湾‘国语’的前身是‘新老国音’，
它当然也是以北京腔和北方话为其顶层语言的。”③无论是词典的释义还是学者的说明，都从语音着手，
显然都认为国语是口语而非书面语。④

如果简单归纳一下，就是以前人们大致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讨论民族共同语的，由此必然会
造成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比如直到最近，还有人在说“普通话到底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这是最成问
题的。”⑤

当然，也有人明确表示“民族共同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两个方面”，⑥但显然并未成为共识，所以直
到今天还有人在提及民族共同语的时候要采取括号加注的形式加以明确或强调。比如，《语言战略研
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刊登的“汉民族共同语多人谈（二）”在“编者的话”中，就有以下的话：“今后的汉民族
共同语（书面语和口语）应朝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明确并强调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态，主要是想补上以前研究的短板，并

且寻求新的增长点，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更加全面、深入、客观地研究共同语的来源及形成
过程；二是对共同语本身进行分语体、多角度的进一步研究。前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此处就第二点
略作陈说。
着眼于分语体的研究，主要涉及３个方面，一是口语，二是书面语，三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就口语而言，它也有多元的特点和表现。比如，有人在说完普通话到底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最成问题

后，接着说道：“口语涉及方言，普通话口语当然应建立在北京话或北方话基础上。但情况又非如此简
单。”⑦情况之所以“非如此简单”，主要是因为普通话口语中掺入了许多北京话或北方话以外其他方言
的因素，而它与书面语形式有时也纠缠不清，并且在不同的阶段还有相当的发展变化；另外，还有所谓的
“地方普通话”，更会使普通话口语呈现不同的面貌，并且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表现不同。
就书面语而言，它的多元特点更为明显和突出，所以问题可能也就更多一些。在汉语研究中，虽然

“书面语”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概念，但是针对它所作的专门研究却很少，一些涉及的论述往往也都语焉
不详，⑧因此很多问题都未能很好解决，甚至还很少涉及。近年来，汉语语体问题渐受重视，但有不少论
著仍然囿于“传统”认识，基本只关注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以及二者用词和语法的不同选择性等，因此难
有突破。近年来，冯胜利提出了通俗、正式、庄典三分的“语体三维说”，并且提出了“语体语法”概念；⑨

汪维辉在冯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语体词汇”概念，并把冯氏的语体划分概括为俗常、正式、庄典、兼用、
通用五体。瑏瑠 仅就书面语而言，无论是冯氏的“三维”，还是汪氏的“五体”，无疑都突破了以前人们的认
识，初步揭示了共同语书面语构成多元的特点；而语体语法和语体词汇概念的提出，则把传统的语法、词
汇研究与语体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甚至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就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而言，人们对二者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基本也还限定在

“总体”的范围内，而如果进一步深入下去，同样也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比如，上述五体作为一个连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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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存在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也存在于二者各自的内部（即不仅书面语有三维或五体之别，口语基本也
是如此），这样无疑就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考察角度和研究内容。再如，李如龙指出，“汉语的口语词和
书面语词差异大。这不仅是语体、语用的差异，而且也是汉语两大造词系统的差异。”①这里，李先生把
口语与书面语用词之分，上升到造词系统的差异，这无疑是非常有见地的，而循着这一思路，必然会给传
统的汉语词汇学及其研究带来新的变化，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共同语口语与书面语及其关系的研究。
民族共同语的内涵多元，一是就上位层次看，呈口语与书面语的二元分布；二是就下位层次说，无论

口语还是书面语，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都具有多元的特点。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无疑有助于我们对
民族共同语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从更多角度、更多方面来展开不同于以往的创新性研究。
二、民族共同语的分布多元观
提到民族共同语，似乎就是一个“纯一”的概念，即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然而，我们国家当下

“两岸四地”的现实，以及“全球华语”的存在，却给我们的民族共同语注入了新的内涵。就前者而言，按
社会语言学的社区理论，两岸四地是同一言语社区下的４个子社区。② 为了不使问题过于复杂以及讨
论过于冗长，以下仅以前者中笔者研究较多的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为对象来进行讨论。
李行健指出：“共同语分成台湾的国语和大陆的普通话，也就是‘老国语’产生了两种变体。”③我们

认为，李先生把两岸民族共同语看作“老国语”（即上述官话———国语———普通话序列中的国语）的两个
变体的观点非常正确，也非常值得重视。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体呢？郭熙、祝晓宏认为，“海外华
语既是一种社会变体，也是一种地域变体，同时也是一种功能变体。”④郭、祝二位所说的“海外华语”，是
包括台湾“国语”在内的，而这种社会、地域、功能“三体说”也是非常到位的，无疑非常有助于我们对两岸
民族共同语及其关系的理解和定位。
目前，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变体说”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那么，它们究竟“变”在哪里？我们

认为，两个变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大致有以下两点：
一是规范标准有所不同。王理嘉指出：“国语和普通话都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音的现代汉语民族共

同语。国语运动和汉语规范化运动是民族共同语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上一世纪２０年代和５０年
代中国语言学的两次发展高潮也都是由这两个运动引发的。”⑤这里，王先生把国语与普通话、国语运动
与促成普通话最终确立的汉语规范化运动区分开来，实际上正是着眼于二者的差异。民族共同语在台
湾沿用了“国语”的名称，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和沿袭了它的规范标准。关于这一点，仇志群早在
２０年前就有一个很好的表述：“台湾从１９４９年以来与大陆长期隔绝，形成一个封闭的汉语言环境。虽
然坚持以国语为标准语，但台湾的国语的规范标准，自然地靠向了南方官话痕迹颇重的５０年代前的现
代汉语书面语，也可以说靠向了一个历史的静态的标准。”⑥２０年后，还有人在说，“台湾地区的‘国语’
保留了许多五四前后期的特点。”⑦至于大陆的普通话，则“在‘老国语’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呈现出新的
面貌。”⑧造成“新面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陆的普通话更为崇尚口语”。⑨ 大致如有人所说：“台湾
国语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沿袭了‘五四’以后白话文的某些特点，即使是口语也不乏斯文；而大陆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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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则更多地表现为大白话和大众化，因此更为普通化。”①正因为如此，有人甚至提出了当今的普通话应
当“反俗复雅”的呼吁。②

人们在谈及普通话的上述特点及其与台湾“国语”的区别时，主要是着眼于词汇，但是也有人从语音
的角度指出：“两岸汉字读音差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两岸在标准音的审定和执
行上遵循了不同的标准，即大陆强调从俗，台湾强调学理，这也在客观上拉大了两岸读音的距离。”③

总体而言，台湾通行的民族共同语脱离基础方言，基本沿用传统国语的标准，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改
变，如在语音方面加进了一些“南味”（主要表现在口语中，如轻声与儿化大面积萎缩，平翘舌几乎不分
等）；词汇和语法方面也较多地受到外族语和本地方言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其“更像一种蓝青
官话，而不是纯粹的‘国语’”。④ 大陆普通话基本与基础方言保持联动，通过建国后一系列语文规范化
运动，最终在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上都与传统国语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同时也与台湾“国语”产生了
一系列较为明显的差异。
二是有不同的发展变化，其实我们在说上一点时已经涉及这一方面。近３０年来，海峡两岸民族共

同语的差异问题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已经有相当多的学术成果问世，这正好说明两岸民族共
同语在不同的言语社区中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发展变化，对此，每一位研究者或关心相关问题的人都非常
清楚。比如词汇方面，有大陆学者指出：“海峡两岸分离４０多年，有很多科技名词分别有不同的叫法，非
常影响两岸的交流。据大陆有的专家统计，新兴学科，如计算机行业，有５０％左右的词不一致……传统
学科，如物理学，也有２０％左右不一致。”⑤台湾学者也说：“两岸半个世纪来，对音译外来语词，各自发展
出不同的型式。在人名、地名、国名、科学术语、电脑用语、专门科目译语等方面，多呈现歧异。”⑥

词汇方面如此，在语言及其使用的其他各个方面，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就笔者个人而言，近２０
年来，几乎一直把两岸语言对比作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在这方面，申请到的课题资助就有国家社科基
金一般项目一项，北京市社科重点项目一项，而由本人任首席专家的２０１３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
项目中，也有一个相关的子课题；发表的论文有几十篇，已经出版的专著有两部，另有一部也即将出
版，⑦内容主要为词汇和语法，同时兼及表达方式及语言风格等。另外，笔者还指导过两位博士研究生，
分别以两岸词汇和语法的差异与融合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也都顺利完成并通过答辩。仅由这些
来看，两岸民族共同语确有不同的发展变化，并形成诸多差异，而这些无疑是支持上述“变体说”的最有
力的事实依据。
以上仅就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差异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如果再加上长期处于外族统治下并且已

经先后回归祖国的香港和澳门这两个言语社区，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有更广泛分布的汉语／华语，情况自
然就更加复杂了，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社区分布多元的特点就更加明显，内涵自然也更加丰富。
上述社区分布多元的观念，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汉民族共同语内涵的认识，同时也会对相关研究带

来新的内容和变化，比如有人就提出，汉民族共同语的传统定义在语音方面应该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
基础音”，⑧从“标准音”到“基础音”，正是基于不同言语社区的语音差异而对民族共同语概念及表述所
作的调整。再如，上一小节我们讨论过语体问题，冯胜利结合两岸三地的实际指出：“大陆正式语体逐步
形成的同时，港台的特殊文化和环境则保持着典雅语体的发展。初步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正式体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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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港台和大陆有着很大的区别。”①也就是说，冯先生认为，其所提出的语体“三维”（通俗、正式、庄
典）中，庄典语体在不同的言语社区有较大的区别，而这无疑也给民族共同语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在不同言语社区的多元分布，非常有“中国特色”，同时也非常有理论和事实的内

涵，对此我们首先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民族共同语的来源多元观
在汉语学界，王理嘉较早提出民族共同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形成是不同步的，他说：“民族共同语包括

书面语和口语两个方面，汉民族口头共同语的形成晚于书面共同语。”②但是，王文中只有这一句表述，
并未展开具体的讨论。
其实，我们在本文第一小节首先明确和强调民族共同语口语和书面语的二元分布，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在讨论民族共同语的来源和形成过程时，可以而且应该把二者分开来进行，因为二者确实既不
同步，来源和发展过程也大不相同。
以下我们就按王先生所用的指称形式，来分别考察口头共同语和书面共同语的来源、形成过程以及

大致时间。
（一）口头共同语的来源
在所有关于民族共同语的讨论中，人们最关注的一项内容，恐怕就是其来源问题了。如前所述，人

们在讨论共同语的来源时，无论涉及的是官话还是国语，基本都是就口语而言的，立足点主要是语音。
以下我们就循着这样的线索来对相关论述作一梳理。
人们在讨论民族共同语的来源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它与先秦的雅言及后来的官话联系在一起，

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我们仅从一些论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如《从雅言到普通话———汉
民族共同语发展小史》《从官话到普通话》《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
展》等。甚至有人认为，官话就是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③那么，由它过渡到现代高级阶段的民族共同
语，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比如本文开头所引《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表述就是“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
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如果稍作展开，即如有人所说，“现代汉民族共
同语从清末的‘官话’到民初的‘老国音’，到二十年代中期的‘新国音’，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历时几十年，
终于确立了自己的标准音———北京语音，从而开始向民族共同语的高级形式———民族标准语的方向
发展。”④

如果再细致一些，鲁国尧最早提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⑤后来又修正为明末清初官话的
基础方言是南京话。⑥ 这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民族共同语是以南京音为标准音的；大约到了清代中后
期（１８５０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的地位。⑦ 现在，这样的观点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认可，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共识。
也有人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究，郭锐认为，普通话的语音主要来自北京官话，而词汇和语法

则是南北官话混合的产物，并且还给出了混合发生的时间，即民国时期。⑧

民族共同语以北京音为正音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于锦恩把民国时期政府确定汉民族共同语
标准音的历史进程划分为３个阶段，即“老国音”阶段（从１９１３年读音统一会开会审音到１９１９年《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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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出版），“京国相持”阶段（从１９１９年《国音字典》出版到１９２３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会决定以北京语
音为标准增修《国音字典》），“新国音”的修订、公布阶段（从上一阶段结束到１９３２年《国音常用字汇》由
教育部公布出版）。①

把以上内容简单归纳一下，大致可以理出一个对现代汉民族口头共同语来源及形成过程的认识：远
源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雅言，近源则是明清时期的官话，其间经过了从以南京音为正音到以北京
音为正音的转换，最终在民国时期（上世纪３０年代初）得以确立。

（二）书面共同语的来源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至今，笔者以主要精力研究“现代汉语史”，即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发展演变的历

史，到目前为止，基本都是在书面语范围内展开和进行的。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理清现代汉民族
共同语（主要是书面语）的来龙去脉，所以来源问题就成为现代汉语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基
本做法是由下往上推，即在时间上先上推清末民初，再上推到近代汉语以至于古代汉语阶段，由此形成
了我们关于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语来源的一个初步认识。
我们认为，要理清汉民族书面共同语的来源，首先应该对它的构成情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判定，

而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基本的认识是“如果按照发生学的原则对现代白话进行溯源，其主
要成分是文言、传统白话、翻译的外来语、方言等”。② 不过，方言因素还不足以与另外３个因素相提并
论，所以最基本的来源构成主要是文言、古白话和“欧化文”三大板块。
也就是说，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语内部的构成情况比较复杂，同样具有多元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

在探源时本着多元而不是单一的思维，而这一点应该与口头共同语的探源有很大不同。
我们的视线首先上移到清末民初（１８４０－１９１９）。王力明确指出，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１９年五

四运动为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过渡阶段。③ 王先生之所以把此期定为过渡阶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
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后，汉民族共同语大量搬介日语和西方语言的词语，又把西方语言的一些
句法方式吸纳过来，引起了较大的发展变化。”④经过初步的考察与分析，我们提出了“清末民初语言研
究”的课题，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和说明，⑤其中与本部分内容最直接相关的是，吕叔湘在为江蓝生《魏
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所作的序言中，建议把汉语史分为３个部分，即语音史、
文言史和白话史，而我们认为，要真正弄清书面共同语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考虑要把它与文言史和白话
史衔接起来。
我们按照吕先生的思路，视线再向上移，及于古白话和文言。一般而言，现代汉语和古白话之间有

密切的关联，这大概没有人会不同意，而说文言与现代汉语之间有多么密切的关联，就需要作一番考察
和论证了。所以，我们首先由“文言史”入手。基于自己的考察，结合相关的论述，我们把文言分为“同质
文言”和“异质文言”，前者指的是先秦时期定型化了的“正宗”文言，以及此后历朝历代沿袭使用、保持了
原有体貌格局的模仿之作；后者指的是与先秦典范相比有了较大、较为明显变化的文本形式，是一种相
对浅近的文言。我们的基本判断和表述是，同质文言和异质文言，再加上白话，整个中国古代语言及其
发展呈三足鼎立、多头并进的格局。⑥ 最终，这三条线索共同汇入现代汉语，成为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
语的“传统”来源。然而，由“传统”到“现代”，这中间还要有一个过渡和衔接，而这就是“欧化”。我们认
为，欧化是文言史和白话史最终汇入现代汉语的桥梁。
就文言史一端而言，近代以来，有所谓“欧化的文言文”，⑦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梁启超的“新文

体”。李启荣认为，“新文体”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文言、俚语和外来语的三合一，它在语言上较旧文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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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步，并在古代文言文过渡到现代白话文的历程中，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① 此外，
像章士钊的“逻辑文”等，一定程度上也都有这样的特点，因此也可以归入欧化文言之列。
再说白话史。欧化是近代以来广为人知的一个概念，就其与语言和文体相关的部分而言，指的就是

欧化的白话。徐时仪指出：“欧化白话的形成可以溯至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翻译的传教读本。……这些
西方传教士出于面向更多普通老百姓传教的需要，翻译的传教读本也力求语言通俗，多用接近当时口语
的白话，形成一种具有欧化色彩的白话，可以说是五四时期欧化白话的滥觞。”②

简单总结和归纳一下：我们认为，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语由文言史和白话史共同汇合而成，中间经
过欧化的整合和改造，再掺入一些其他的如方言等因素，时间上大致是五四时期，这当然略早于口头民
族共同语最终形成的上世纪３０年代，所以上引王理嘉说“汉民族口头共同语的形成晚于书面共同语”。
以上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具体还要做很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２０１６年初，我们提出了“新汉

语史”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复线多头的汉语史，复线指汉语史应由文言史和白话史构成；而多头则是
复线之外的多个“专史”，包括语音史、方言史、通语史和口语史。③ 我们现在的认识是，要真正理清现代
汉民族共同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来龙去脉，还有赖于上述诸史的真正建立和全面研究。
四、多元观下的民族共同语及其研究
我们认为，建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观，既有助于我们对她的了解、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有助于

对她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一）关于民族共同语
在多元观下，我们不但能够拓展和加深对民族共同语的认识，而且还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对其内涵、

外延及相关表述和理解做出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以下我们主要以普通话的定义为讨论对象。
普通话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句话定义的最后修订公布，正好６０周年了。６０年来，无论我们的社会

还是共同语本身，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人们对共同语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那么，我们对
普通话的认识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
三句话的表述，有无必要和可能与时俱进，进行某些必要的补充或调整？
前边提到，关于第一句普通话语音的表述，已经有人建议把“标准音”改为“基础音”，考虑到两岸四

地乃至全球华语的实际，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而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一种多元观的反映。
再看第二句“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前引郭锐的研究指出，普通话词汇和语法是南北官话混合的产

物，那么也就不是单一地以北方话为基础了（这实际上是说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多元
的）。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或许会找到更多、更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而如果这一点得到
了充分的证明，那么对共同语词汇乃至于语法方言基础的认识和表述，恐怕也要作一些调整或修改了。
第三句话中所给出的语法规范，在６０年前，当然主要是着眼于“老国语”而言的，④与后来的普通话

肯定会有一定的出入。所以，在对这句话进行解释的时候，很多人一定要加上一句“以典范的现代白话
文著作中的一般用例而不是特殊用例为语法规范”，即要做一些人工的排除。那么，“一般”与“特殊”的
判定标准是什么？我们不得不说，有时是以国语与普通话的契合与否为依据的。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
例子就是鲁迅作品中出现的“一匹猫”组合中的量词“匹”，常被当做特殊例外的一个典型，而之所以如
此，理由很简单：因为普通话中“匹”不能这样用。其实，不仅鲁迅作品中“匹”与“猫”搭配组合的用例多
次出现，就是同时代其他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中，也不乏其例，并且“匹”在此时能够广泛地与指称各种小
动物的名词构成量名组合。⑤ 另外，也有相反的情况：比如普通话中大量使用的“万能动词”“搞”，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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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中却几乎没有任何反映，①因此按照上述第三句话的定义似乎也不具有“合法性”。
另外，三句话分别对应语音、词汇和语法，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与后两者的性质不同，因而有

其独立性，而词汇和语法的标准，恐怕也应该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具体而言，是不是普通话词汇及其
标准就与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无关？反过来也是一样，语法及其标准是不是也与北方话无关？答案
显然应该是否定的。我们的意见是，普通话词汇和语法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北方话与典范的现
代白话文著作的结合。这个问题比较重要，也很有挑战性，应该进行专门的研究。
我们想通过以上有限的事实说明，民族共同语是向前发展的，而它的规范标准也应该是动态发展

的，所以，我们对普通话的理解和表述应当与时俱进，从而更好地反映上述发展以及相关研究的最新
进展。

（二）关于民族共同语研究
在多元观下，我们认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研究应该以“纵横交错”的方式进行。
所谓“纵”，自然是指历时，即现代的汉民族共同语来源及其发展的研究。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首

先应当树立一个历时发展观，即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经过了国语和普通话这样前后相接的两个发展阶段。
然而，就现在的情况看，民族共同语的历时发展观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和普及。当我们浏览相关研究成果
时，经常会看到诸如《清代及民国时期普通话的推广》《推行普通话（国语）的回顾与前瞻》《普通话语音研
究百年》这样的标题，至于正文中对各阶段的共同语不作区分或者是直接混同的，就更加多见了。比如，
前一篇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按照学界公认的说法，我国以政府名义推广普通话（当时叫官话）始于清
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② 这里不仅对国语和普通话不加区分，而且还把普通话与官话混为一谈。
至于具体的研究内容，还是我们前边几次提到的“来龙去脉”，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其

一，民族共同语的来源，把官话与国语紧密联系起来，这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我们还应该在深入和
细致上下工夫，另外对口语与书面语也应分而治之；其二，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即从国语到普通话，既包
括语言本身的发展变化，也应包括语文政策及规范标准等的演进与变迁等，而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无疑都
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比较宏观的层次和角度，如果着眼于“现代”，我们建议应该有一个“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史”；而如

果着眼于“全程”，就是建立我们上文提到的“新汉语史”中的“共同语史”。
所谓“横”，就是着眼于共同语不同的语言社区变体及相互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主

要是：其一，虽然相关研究进行很长时间了，成果也比较可观，但是很大程度上并未在民族共同语及其变
体这一框架下进行；其二，就两岸四地而言，对台湾“国语”及其使用情况研究得相对较多，而港澳的相关
研究较少；其三，如果再扩大视野，在全球华语的范围内，相关的研究就更少了。
比如，就两岸四地而言，港澳的情况与台湾又有明显不同：香港的语言政策和现实是两文（中文和英

文）三语（粤语、英语和普通话），而澳门则是三文四语（在香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葡文和葡语），两地一般
市民的日常交际使用的都是粤语。港澳两地现在使用的中文书面语，属于汉民族书面共同语，但与普通
话书面语有较大的差异。就香港的情况来说，有研究者把“具有香港地区特色的汉语书面语”命名为“港
式中文”，对它的界定是“以标准中文为主体，带有部分文言色彩，并且深受粤语和英语的影响，在词汇系
统、词义理解、结构组合、句式特点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跟标准中文有所不同，主要在香港地区普遍使用
的汉语书面语。”③澳门汉语的书面形式虽是现代的语体文，④但是实际上与港式中文非常接近。另外，
在澳门的中文公文中，还有受葡语影响，在用词、造句、行文等方面都好像是从葡文直接翻译来的“葡式
中文”，⑤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澳门地区特色的汉语书面语”，而它与民族书面共同语的距离，自然就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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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了。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应该建立一种语言资源观，即把各地民族共同语大同下的小异看做一种宝贵的

语言资源，应当充分加以利用。对此，我们曾经以两岸四地为例作过以下的表述：
两岸四地当下的民族共同语合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共时平面，所有现象和用法的总合构成了当

代“大汉语”的共时全貌，这一全貌远比任何一地汉语的单一面貌更为复杂多样、丰富多彩，在形式
和内涵上都达到了一个包罗四地的“最大值”，不仅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而且
也为更多理论、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现实需求。对两岸四地众多语言现象的充分观察、
充分描写和充分解释，一方面为当代的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进行多样性研究并产出高
水平成果的非常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同时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①

所谓“交错”，则是指以上“纵”与“横”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和交织的，而我们的研究也
要充分体现这一点。郭熙指出：“我们过去更多的是静态地观察汉语，忽略了变化中的汉语；更多的是从
中国大陆的角度看待汉语，忽略了跨国、跨境情况下的汉语运用。”②其实，目前我们更加缺乏的，是把
“变化”和“跨境”结合起来的研究，即在上述“纵”与“横”基础上的“纵横交错”的研究。在我们看来，国语
和普通话这两个阶段不仅前后相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同时并存（如前所述，台湾不仅保留其名，在相
当程度上也保留其实），所以在研究中应该统而观之，并尽可能地把二者结合起来。
这样的结合首先应该体现在研究理念上，特别是在进行共时研究时，一定要有历时的观念，而如前

所述，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有待提高。至于具体的结合，一是在某一本体的研究中贯彻共时与历时相结合
的原则。比如，对大陆普通话的研究，如果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不了解它与传统国语的关系及其变化，
就会造成一些短板，甚至缺陷，我们提出并致力于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其实就有这方面的诉求。二是两
岸四地横向比较研究应与共同语的历时发展线索互为参照、互相结合。比如，我们从与传统国语距离远
近的角度分析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差异及其造成原因，③就是在这一思路下进行的。三是历时的研究也
应以共时的描写和归纳为基础，比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台湾“国语”反观传统国语，由二者之间的一
致性和差异性，既可以更好地了解后者，同时无疑也有助于对前者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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